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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文心雕龙·辨骚》之 “辨”义
及其思想渊源

陈允锋

【提　要】《辨骚》篇属于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辨”与 “辩”通，意在辨
析与楚骚直接相关的若干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辨 “师范屈宋”之正途，救 “效
骚命篇”之讹势；二是辨楚骚参酌古今、自铸伟辞之特质，明其渊源所自，作为执正驭奇、
通变创新之轨则；三是辨汉世楚骚品评之偏颇，以 “四同四异”力驳 “褒贬任声，抑扬过
实”之论，为客观、合理地评价楚骚之双重特性，奠定了必要的认识基础。此外，刘勰身
处魏晋子学一度复兴之后， 《文心雕龙》取资于先秦诸子 “飞辩”之术，而墨家辩学之传
统，对 《辨骚》篇影响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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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骚》篇是 《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据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篇所
言，《辨骚》属于 “文之枢纽”部分，其宗旨是讨论如何以楚骚为范例、创新求变，故曰 “变乎骚”。
刘勰之思路与立意，原本颇为明确。但是，刘勰因何而 “辨”？以 “骚”命篇是否足以涵括 《楚辞》？
《辨骚》篇与 “文之枢纽”的前四篇、“论文叙笔”以及 “剖情析采”部分的关系究竟如何？篇中所
列楚骚与雅颂 “四同四异”的理论要旨应当如何理解？可谓歧解纷出，莫衷一是。① 这些讨论与争
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辨骚》篇以及 《文心雕龙》整体文论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反映
了 《辨骚》篇自身内涵之丰富性与复杂性。本文重点从刘勰的问题意识及其解决方法这一角度切入，
分析 《辨骚》之 “辨”所涵括之内容，并探究其思想渊源。

一、悬辔以驭楚篇：辨师法楚骚之正途

《文心雕龙》是一部充满问题意识的文论巨著。唐人刘知几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
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昩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 《文心》生焉。”② 可见，“家
有诋诃，人相掎摭”，文评准的无依，乃刘勰撰著 《文心雕龙》之重要原因。若从 《序志》篇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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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之问题意识，远不止 “人相掎摭”一端。比如，刘勰首先从文章与生命价值关系的角度提出，
“君子处世”，唯有凭借 “智术”，“制作”立言，才有可能实现 “拔萃出类”、“腾声飞实”的人生目
标。① 这是从解决人生问题的层面，申说 《文心雕龙》撰著之缘由；《序志》赞语以 “文果载心，余
心有寄”作结，立意殆即在此。又如，刘勰还从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的角度，指出 “辞人爱奇，
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之文坛陋习所带来的 “将遂讹滥”之弊端，倡导 “贵乎体要”、
“恶乎异端”的写作主张。这是针对 “离本弥甚”之文坛现状而提出的疗救之方。此外，刘勰又考察
了 “近代之论文者”，并逐一诠评，总括其病：一则曰 “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另一则曰 “并未能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解决之道无他，唯在 “述先哲之诰”，以 “益后生之虑”。凡此种种，无
不浸染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辨骚》篇同样集中体现了这种直面问题、追根溯源的探究精神。

关于刘勰 《辨骚》之 “辨”义，纪昀曾如是阐释： “词赋之源出于 《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
《骚》，辨字极为分明。”② 从 《文心雕龙》全书对待楚骚的态度来看，此说颇有道理。因为刘勰确实
注意到楚骚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通变》篇曰：“汉之赋颂，影写楚世。”就明确指出汉代之赋颂，乃
继踵于楚辞。《时序》篇亦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
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问题在于，刘勰认为汉代作家在 “师范屈宋”的过程中，多倾力于艳
丽辞藻之经营，而忽略了文质相称之要义，自然易滋流弊。《才略》篇就指出：“相如好书，师范屈
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 ‘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理不胜辞”、“文丽用寡”，就是片面发展楚骚 “夸艳”特点的必然结果。《通变》篇以为 “楚汉侈而
艳”，原因也在于此。作家择取某类前代作品为范本，必然影响其文章体貌风格，故 《定势》篇谈及
“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而 “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若一味追求 “艳逸之华”，不顾
楚骚之情气内质，剑走偏锋，难免误入歧途。具体而论，则如 《夸饰》篇所言：“自宋玉景差，夸饰
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及扬雄
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
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 《物色》篇则从另一角度涉及同类问题： “及离骚代兴，触类而
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
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在 《辨骚》篇中，刘勰既认识到楚骚自身的复杂性，也看到了后人效仿楚骚之弊端：“自九怀以

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
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
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刘勰
看来，楚骚既有 “叙情怨”、“述离居”之充实内质，又有 “论山水”、“言节候”之要素。但是，后
人仅止于 “蹑其迹”，取其 “表”而遗其 “里”，汉世卓荦者如枚、贾、马、扬诸家，亦不过 “追风
入丽”，或 “沿波得奇”。即此而论，其确实无法与屈宋之 “逸步”并驾齐驱，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家
皆 《通变》篇所言：“竞今疏古”、“近附而远疏”；虽然得楚骚之 “风”、“波”，却未识其根源，终究
落于 “莫之能追”的境地。论其具体表现，则如刘勰所言：“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
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察、分析与判断，刘勰提出了效法屈骚之正
途：“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
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酌取楚骚之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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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而不失其 “贞”、“实”。因此，刘勰之 “辨骚”，确如纪昀所云，注意到了汉代以还 “浮艳之根
亦滥觞于 《骚》”这一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勰 “辨骚”之目的，乃示人如何更好地 “悬辔以驭
楚篇”———楚篇是杰出优秀的，但善学者能自如 “驭”之，驰骋于通衢而卓然成家；不善学者偏攻
一端，务华弃实，奇则奇矣，艳亦有之，然而，倘若因此而 “失其贞”、“坠其实”，则难逃 “诡滥愈
甚”之讥。因此，刘勰之 “辨骚”，乃立足于楚骚华实并茂、奇贞兼具之特点，辨明 “效骚命篇”之
正途，力挽后学 “追风入丽”、 “沿波得奇”之讹势。这显然是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的不得不
“辨”之理。

二、体宪三代，风杂战国：辨楚骚参酌古今、自铸伟辞之特质

《辨骚》之 “辨”，其问题意识及其所涉及之内容，又不限于上文所论，即不止于纪昀所谓 “浮
艳之根亦滥觞于 《骚》”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对楚骚之渊源有所辨析。《序志》篇强调，文章写作
理论应当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在 《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
使就 《辨骚》篇而论，也很好地贯彻了这种重 “根”贵 “源”的思想与方法。因为只有深入挖掘问
题之 “根”、“源”，才有助于更好地树立通 “经”创 “变”之楷式，疗救文坛末学之通病。刘勰在
《序志》篇指出，后人立言为文的主要问题之一，乃在于 “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由此导致 “文
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诸讹滥乱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 《辨骚》篇中高度推
崇楚骚，以为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而原因之一，就在于屈原的时代 “去圣未远”，故能 “体宪
三代”、“取镕经意”，得 “衔华佩实”之要旨。刘勰如此评价楚骚，与其文章本源于 “经”这一认识
直接相关。《序志》篇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宗经》篇更具体
地提出，经典 “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
追取而非晚，前修运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后代之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
歌赞、铭诔箴祝等文章众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此即该篇赞语所言，经典乃 “性灵熔匠，文
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具体到楚骚之渊源，刘勰 《通变》篇言：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
人。”《比兴》篇也指出：“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风兼比兴。”因此，后人习文，欲得
楚骚之真髓，必向上一路，如屈宋一样，师圣宗经，“取镕经意”。① 而后人 “师范屈宋”之失，正在
于徒袭楚骚之丽辞夸饰而罔顾 “依诗制骚”、“取镕经意”之根本。《比兴》篇认为 “炎汉虽盛，而辞
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就说明了这一点。《辨骚》篇则从正面立论，提出 “凭轼以倚雅
颂，悬辔以驭楚篇”，实质上已经包含着对 “楚篇”与 “雅颂”之源流关系的自觉认识。因为在刘勰
看来，楚骚之能臻于 “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之佳境，与作家 “取镕经意”、“体宪三代”息息相关。

《辨骚》虽以 “辨”命篇，其宗旨则如 《序志》所言 “变乎骚”。此所谓 “变”，即 《通变》之
“变”。故 《辨骚》本与 《通变》相呼应。譬如前文所论楚骚 “取镕经意”、“体宪三代”之特点，相
当于 《通变》“体必资于故实”、“参古定法”之事；而 《通变》所言 “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变
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以及 “望今制奇”之论，则相当于 《辨骚》“风杂于战国”之说。因此，刘勰
辨楚骚之根源，除了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楚骚与经典之关系，同时也兼顾时代风尚之影响。
对于这一点，《时序》篇言之甚详：“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屈平联
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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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心雕龙·诠赋》篇论赋体之渊源，也是诗、骚并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及灵
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
成大国。”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既然赋体原本于经典之 “六义”，此乃赋体之远源，则赋家之作，不宜止于 “影写楚
世”，还应当效法雅颂之 “六义”。



为楚骚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之政治文化土壤，所以又具备了与经典不尽一致的独特风貌。这实际上
也就阐明了楚骚 “自铸伟辞”的又一重要缘由。由此可见，刘勰之 “辨骚”，既涉及楚骚如何 “参古
定法”———源于 “三代”之 “经意”，又兼及楚骚如何 “望今制奇”——— “惊采绝艳”之美乃根植于
战国纵横之风气。刘勰斟酌古今之 “辨”的重要目的之一，乃在于引导后人明确楚骚渊源所自，作
为执正驭奇、通变创新之轨则。

三、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辨汉世楚骚品评之偏颇

以上种种，具体内容或有不同，然皆不出写作实践这一范畴。换言之，无论是辨楚骚 “奇文郁
起”之渊源、背景，还是辨汉代赋颂 “影写楚世”之弊端，都侧重于具体的文章写作活动层面。但
是，正如刘勰在 《序志》篇中既讨论 “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写作倾向问题，又兼及 “近代论文
者”的理论缺陷问题一样，《辨骚》篇所欲明辨的，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对前代楚骚评
论的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最能直接体现 《辨骚》篇的问题意识。
正如 《原道》《情采》《知音》篇一样，《辨骚》篇也是以赞叹语为开端的：“自风雅寝声，莫或

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
乎！”但是，紧接着的，并非刘勰对楚骚的具体剖析，而是对汉代相关评论的转述：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
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
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
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
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
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
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这一部分内容，相当于今人所谓的文献综述部分，列举出诸家的主要观点。刘勰将以上观点分为两
类：一类是以淮南王刘安、扬雄、汉宣帝以及王逸为代表的 “皆合经术”说；另一类是以班固为代
表的骚 “不合传”说。刘勰指出，无论是 “举以方经”者，还是 “谓不合传”者，都存在 “褒贬任
声，抑扬过实”之弊。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鉴而弗精，玩而未核”。为了说明这一点，刘勰采取的
办法是 “征言”、“核论”，即下文提出的 “四同四异”说：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
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
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
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
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
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
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从章法结构的角度而论，此 “四同四异”既然意在 “核其论”———刘安、班固等论家之观点，其主
要功用，乃在于 “破”：以 “同于风雅”之 “四事”，破班固 “谓不合传”之论；又以 “异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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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四事”，破刘安、王逸等 “举以方经”之说。① 因为楚骚有 “同于风雅”之 “四事”，所以说 “论
其典诰则如彼”；由于楚骚另有 “异乎经典”之 “四事”，所以说 “语其夸诞则如此”。由此可见，尊
之者谓其 “皆合经术”，贬之者谓其 “不合传”，或抑或扬，皆不尽符合客观实际。刘勰以为两类论
家各执一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确能洞悉其弊。所谓 “固知”云云，意指由 “四同四异”
得知楚辞固有之面目———既有 “典诰如彼”的一面，又有 “夸诞如此”的一面。“四同四异”所征之
言，呈其 “核论”之效，刘勰的正面主张亦随之而立：“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
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说明楚骚既有 “体宪于三代”、
“取镕经意”的一面，又有 “风杂于战国”、“自铸伟辞”的一面。二者结合，相得益彰，取得了 “气
往轹古，辞来切今”的巨大成就。至此，《辨骚》篇开端之赞叹语意，得到了回应与强化——— “气往
轹古”一语，呼应 “轩翥诗人之后”；“辞来切今”一语，② 呼应 “奋飞辞家之前”。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刘勰评析楚骚之思路，并结合 《文心雕龙》全书之思维，可以看出其立论方

法的特点有三：一是如 《序志》篇所言，“唯务折衷”，对于前贤论点，不苟同，亦不苟异，而是依
据客观之 “势”、“理”，如实论析。二是如 《知音》篇所言，贵 “博观”以 “圆照”———不以经典作
为唯一的观察视角或评断标准，而是多方考量，纵横相参，前后观照： “轩翥诗人之后”、 “去圣未
远”、“体宪于三代”、“取镕经意”乃至 “气往轹古”云云，都是从楚骚与前代经典之关系角度立论
的；而 “奋飞辞家之前”、“辞来切今”，则是从楚骚与后代辞赋之关系角度着眼的；至于 “楚人多
才”、“风杂于战国”云云，又侧重就楚骚与楚地文才之盛以及时代风尚之关系角度立说。因此，如
果说汉代刘安、王逸、班固等更倾向于以经学 “一维”之眼光论楚骚之高下，那么，刘勰则综观
“三维”而成 “圆照”之思。③ 三是核论征言之求实精神，“四同四异”说即其具体之表现。④

四、“辨骚”即 “辩骚”：刘勰与先秦辩学传统之关系

刘勰能在 “辨骚”过程中超越前贤而入于理论新境，固然与唯务折衷、博观圆照以及核论征言
诸法直接相关，但同时也得益于 《文心雕龙》所汲取的先秦诸子尚 “辩”之思想传统。刘勰 《辨骚》
之 “辨”，一作 “辩”，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辨骚》谓：“元刻本 ‘辨’作 ‘辩’。《校证》：‘汪本、
佘本、张之象本、两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钟本、梁本、王谟本、 《四库》本、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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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锋：《文心雕龙·辨骚》之 “辨”义及其思想渊源

①

②

③

④

冯春田曾经指出：“刘勰称 《楚辞》之文为 ‘《雅》《颂》之博徒’究竟是什么涵义……汉宣帝说 ‘辞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
草木多闻之观’，与孔子言 《诗》同义……所以刘勰本篇说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另外汉宣帝认为 ‘辞赋’‘尚有仁义
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而 ‘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比倡优、博弈贤得多）’。但是刘勰认为这是 ‘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他分
析总结出 《楚辞》‘同于 《风》《雅》者’四事和 ‘异乎经典者’四事、即立足于同 《诗》的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同、异。这
便否定了前人对 《楚辞》的任意的 ‘褒贬’和失实的 ‘抑扬’，而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对汉宣帝以为 《楚辞》‘皆合经术’之说
的否定。在这里，刘勰又巧妙地借用了汉宣帝称辞赋 ‘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话，反过来称 《楚辞》为 ‘《雅》《颂》之博徒’。

所以，刘勰称 《楚辞》为 ‘《雅》《颂》之博徒’，是针对汉宣帝谈辞赋认为 ‘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话而发。‘博徒’即汉宣帝
语 ‘倡优博弈’的所指。”参见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２～７３页。按，汉宣帝是在评议 “辞
赋”价值时，提及 “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原本并非针对楚骚；因此，刘勰所说 “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究竟何所指，尚有
待进一步考辨。不过，将 “《雅》《颂》之博徒”与汉宣帝 “贤于倡优博弈”联系起来理解，视 “博徒”之喻为否定前人说法的
理论手段与工具，倒不失为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

对于刘勰 “辞来切今”说之义理，学界理解不一。罗宗强先生 《释 “辞来切今”》一文详加辨析，其说可从：“从刘勰在 《文心
雕龙》一书中对 ‘切’字的习惯用法，从他对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看法，从他对声律、丽辞等的看法，也从他文学思想的内在矛
盾看，将 ‘辞来切今’的 ‘切’，释为 ‘切合’，意谓文辞之来，切合于今，似更合于彦和之本意”。参见罗宗强：《读文心雕龙
手记》，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２页。

许学夷 《诗源辩体》曰：“淮南王、宣帝、杨雄、王逸皆举以方经，而班固独深贬之，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之
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也。”参见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４页。

参见陈允锋：《阅时取证，核论徵言：〈文心雕龙〉的实证方法及求实精神》，《〈文心雕龙〉疑思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辨”作 “辩”’。”① 桥川时雄指出：“《楚辞》及各本作 ‘辨’，唐写本作 ‘辨’……汪、张、佘、胡
及 《四库》本作 ‘辩’。《说文》辡部：辩，治也。段注云：俗多与辨不别。时按辩、辨二字同音义
近、非关假借，通用已久。”② 可见 “辨”与 “辩”通。而 “辨 （辩）骚”之 “辨 （辩）”，与 “文之
枢纽”的前四篇篇名之 “原”、“征”、“宗”、“正”词性相同，皆为动词，具有方法论意味。而 《文
心雕龙·论说》篇谓：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 《诸子》篇则曰：
“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如果说 《文心雕龙》全书重点在 “博明”为文立言之 “万事”，
《辨骚》则倾力讨论执正驭奇、通古达今的创变之道，属于 “适辨一理”之 “论”，同样具有 “辨正
然否”的目的与功用。其实，“博明万事”之 “子”，立说基础之一，也正是 “辨”（辩）；而 “适辨
一理”之 “论”，其目的同样是为了 “明”理。《文心雕龙》是一部善 “辨”之作，《辨骚》又以 “辨
（辩）”命篇，其渊源皆与先秦诸子辩学思想传统密切相关。
先秦诸子多善辩者。《诸子》篇曰：“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磐折，庄周述道以

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其中孟子以 “好辩”
著称，刘勰 《序志》篇即引用其成辞，自陈 《文心雕龙》撰著之动因——— “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可知因 “辩”而立言，本是刘勰 《文心雕龙》的重要特点之一。《诸子》篇赞语总结篇章要旨，又有
“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之说，亦可见刘勰颇为推崇先秦诸子之 “辩”术。其
中 “辨雕万物”一语，乃 《庄子·天道》篇成辞，“辨”原作 “辩”：“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
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
虽穷海内，不自为也”。③ 庄子一派崇尚自然华采、无言之 “辩”，刘勰亦自觉参酌而用之，故 《情
采》篇复加征引，以为 “庄周云 ‘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 ‘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
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这或许有助于说明刘勰如何从先秦诸子 “飞辩”之
“术”中汲取思想资源。
在先秦诸子中，尤以墨家论 “辩”最为详尽。④ 刘勰 《辨骚》之 “辨”，若从思想方法上来看，

则与墨家学说最为近似。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因 “争彼”而 “辩”。墨家不仅擅长辩术，且对 “辩”之特点、方法、效用，有颇多思

考、总结。⑤ 《墨子·耕柱》篇载：“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为义犹是
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⑥ 所谓 “能谈辩者谈辩”，讲的
就是对于 “辩”术之研究。⑦ 墨家认为，“辩”之为义，贵在 “争彼”。《墨子·经上》云：“攸 （彼）
不可，两不可也……辩，争彼也。”⑧ 《经说上》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

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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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２页。

转引自 《文心雕龙义证》上册，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卷５，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４６５页。

方授楚以为：“墨家辩学之成就
獉獉獉獉獉

，终在各家以上
獉獉獉獉獉

，非儒道法名诸家所能望者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参见方授楚： 《墨学源流》，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
版，第１９４页。引文重点号为原书作者所加，兹照录。

参见 《墨学源流》，第１８６～１９０页。

孙诒让注：《墨子间诂》卷１１，《诸子集成》第４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７页。
《先秦逻辑史》指出：“墨子最先提出了 ‘辩’的概念，并初步揭示了 ‘辩’的目的和作用……由于墨子深知 ‘辩’的作用，因
而十分尊重懂辩术的人，他认为凡属贤良之士都是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上》）……墨子还第一次提出
要把 ‘谈辩’作为实行义政中不可缺少的专门职业和技术，提出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
也。’（《耕柱》）这里的 ‘辩’就与 ‘辨’不同义，而是指一种论辩之术了。这对辩术的发展，对辩学逻辑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参见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９～４０页。
《墨子间诂》卷１０，《诸子集成》第４册，第１９３页。



俱当
獉獉

。”① 胡适解释说：“墨家的 ‘辩’，是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经上》说：‘辩，争彼也……’‘争
彼’的 ‘彼’字，当是 ‘佊’字之误……佊字与 ‘诐’通。《说文》：‘诐，辩论也。古文以为颇字。
从言，皮声。’诐、颇、佊，皆同声相假借……现在的 ‘辩驳’，就是古文的 ‘争佊’。先有一个是非
意见不同，一个说是，一个说非，便 ‘争佊’起来了。怎样分别是非的方法，便叫作 ‘辩’。”② 张岱
年也指出：“所谓辩，即 ‘争彼’之义；所谓 ‘彼’，则是 ‘不可’之义。两方互谓不可，谓之争彼。
对于一事，此认为是，彼认为非，便是争彼。”③ 刘勰 《辨骚》之方法正与此相类似。刘勰之前，刘
安、扬雄、汉宣帝和王逸等皆认为屈原 《离骚》合乎经术，而班固则 “谓不合传”。这就出现了 “此
认为是，彼认为非”的局面。刘勰之 “辨骚”，首先要面对与处理的问题，就是两汉之世楚骚评价之
争。刘勰不仅看到了这种因同一评论对象而引发的截然相反的意见，而且在理论层面予以总结，认
为争论双方各有偏颇，都存在 “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之弊，因为双方都属于 “鉴而弗精，玩而未
核者”。为了解决前代遗留的学术争议，刘勰提出了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的具体方法，意在说
明：无论褒扬也好，贬抑也罢，均为 “过实”之论。按照 《墨子·小取》篇的表述， “辩”之功能，
贵在 “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以名举实，以辞
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④ 所谓 “明是非之分”、“察名实之理”以 “决嫌疑”，即刘勰所
谓 “核其论”者；而 “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及 “以类取，以类予”云云，则相当于刘勰 “征言”
之事，也就是援引具体论据、阐述相关理由。总之，刘勰之 “辨骚”，与墨家 “争彼”之 “辩”相
关，都是基于 “是非意见不同”这一现象而展开的。因此，刘勰之 “辨”与墨家之 “辩”一样，皆
始于 “问题”且因 “问题”而 “辩”。
另一方面，为 “异同”而 “辩”。墨家之 “辩”学，颇重 “同异之辩”。 《墨子·经说下》曰：

“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
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⑤ 这阐明了 “同异之辩”的具体内涵，
体现了理论方法之自觉。墨家又论同异之类型， 《墨子·经上》曰： “同：重、体、合、类……异：
二、不体、不合、不类。同，异而俱于之一也。”⑥ 可见其辨析之细致。晋人鲁胜注 《墨辩》，即把
“辩同异”视作墨家辩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名者所以别同异……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
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⑦ 胡适也指出，墨家讨论 “同异之辩”颇为详细，
因为 “名学一切推论，全靠同异两事”；⑧ 在墨家所论 “或、假、效、辟、侔、援、推”等七种 “辩”
术中，“‘推’最为重要”，因为 “推”是 “由个体推知通则”，属于 “归纳的论辩”，“《墨辩》论归纳
法，只有 （一）同、（二）异、（三）同异交得三法”。⑨

就 《文心雕龙》而言，《辨骚》篇提出 “四同四异”之论据，显然体现了 《序志》篇 “唯务折
衷”的精神。这除了体现为重视客观之 “势”、“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善用 “同异”比观
之法。《序志》篇提出 “折衷”原则，就运用了 “同、异”这一相对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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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孙诒让 《墨子间诂》作 “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兹从方授楚 《墨学源流》所引文字及断句，参见该书
第１８７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１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６９页。
《墨子间诂》卷１１，《诸子集成》第４册，第２５１页。
《墨子间诂》卷１０，《诸子集成》第４册，第２２４页。
《墨子间诂》卷１０，《诸子集成》第４册，第１９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９４，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４３３～２４３４页。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１６０页。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１８５页。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
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纵观 《文心雕龙》全书，常见 “同异”之辨，这是刘勰品列成文、擘肌分理的重要理论工具。试列
举如次：

《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诠赋》：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
《铭箴》：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
《史传》：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
《论说》：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
《檄移》：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
《议对》：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通变》：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声律》：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章句》：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丽辞》：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魏晋以来，才性之辨亦有 “同异”、“离合”之论，刘勰论 “为文之用心”而施以 “同异”比观之法，
说明 《文心雕龙》与玄学风尚密切相关。然而，先秦墨家论 “辩”既详，比观 “同异”复为墨学至
关重要之 “辩”术而影响深广。西晋鲁胜 《墨辩注·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墨子
著书，作 《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
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① 可见，在 “别同异”这一点上，墨家之
学虽屡受攻难，但非毁者所言 “辩言正辞”之法既 “与墨同”，亦 “不能易其论”。胡适指出：“儒家
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 ‘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
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这是墨家名学的第
一种贡献……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后来的墨者论 ‘辩’的各法，比
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那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② 关于刘勰在
《诸子》篇中列举的 “洽闻之士，宜撮纲要”的若干研习对象，“意显而语质”的墨家著作也是其中
之一。这说明刘勰不仅重视墨家思想传统，而且深知墨学立言之特质，自然包括以比观 “异同”为
基础的 “辩”术。《文心雕龙》参酌、采择而用之，本在情理之中。

刘勰 《诸子》篇曰：“昔东平求诸子 《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 《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
术也。”这说明了汉代诸子之学不兴的政治原因，墨家之学亦不能除外。而据桓宽 《盐铁论》：“昔秦
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③ 可见墨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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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９４，第２４３３～２４３４页。按，鲁胜 《墨辩注·叙》提到 “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对此一问题，后人意见不尽一致。

如胡适将惠施、公孙龙视作墨学之一派，称之为 “别墨”；但方授楚否定此说： “胡适著 《哲学史》，以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
者，列于 ‘别墨’。梁启超著 《墨者及墨学别派》将宋钘，尹文，许行，惠施，公孙龙，魏牟均纳于其中……钱穆之 ‘《墨子》’
……于 《中原墨派之新哲学》则仅述 ‘首倡万物一体论的惠施，创建新心理学的宋钘’二节……此事作俑于胡氏，梁钱二氏则
承讹袭谬，而变本加厉者。”参见 《墨学源流》，第１５７～１６３页。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１８９页。

桓宽：《盐铁论·论诽第二十四》，《诸子集成》第８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７页。



在隳废之列。时至西汉，儒学得以复振，而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传统则寝声
于主流意识形态领域。① 但物极必反，至汉末魏晋间，包括墨学在内的诸子之学又呈复兴之势。贺昌
群指出：“汉末，因内忧外患之严重……在学术思想上，六经章句之学，‘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后
汉书·郑玄传》赞），劳而少功，疑而莫正。于是穷则变，而为之启导其端倪者，则先秦诸子学之复
兴也。”② 其间，除了人们关注较多的庄老之学风行于世外，墨家及其相关的刑名之学亦转受时人重
视。据贺昌群之考论，“其时刑名墨家之学，变盛极一时，散见于魏晋史传中者甚多”，而 “与墨家
相连者，为刑名之学……刑名学之重兴，始于曹操之时……后言名理者甚多……大概魏晋间所谓名
理者，相当于今之逻辑，亦称论理学，亦即印度之因明，为一称思辨推理之学”。③ 这说明墨家之学
虽然未必见重于庙堂，但其思想传统、学术薪火却未尝绝熄。比如，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谓：“猎
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④ 桓宽 《盐
铁论》载：“大夫曰……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之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
书数十篇。”⑤ 方授楚据此提出：“是在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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獉獉獉獉

……司马迁不为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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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而王充 《论衡》论及儒、墨之争：“圣
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
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
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⑦ 此处所谓 “今墨家非儒”云云，正透露了在王充生活的东汉后期，
墨家之学犹存，并与儒家意见相左，故有 “二家争论”之事。汉末黄巾之乱，管宁为 “避时难，乘
桴越海，羇旅辽东三十馀年……嘉遁养浩，韬韫儒墨，潜化傍流，畅于殊俗”，⑧ 墨学亦其中之一端，
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西晋隐士鲁胜，一方面指出 “墨子著书，作 《辩经》以立名本，惠施、
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而 “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馀岁，遂亡绝”；但是，另一方
面又说：“《墨辩》有上下 《经》，《经》各有 《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其或兴微
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⑨ 由此可知墨学虽不如儒学那样传承有序，但像 《墨辩》一类的墨家经典
尚有存世者，并且仍有如鲁胜一类 “兴微继绝者”，故墨学及其刑名之术重显世间，亦有其历史必然
性。从 《诸子》篇看，刘勰颇为推重先秦诸子之独创性，以为 “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
高谈，自开户牖”。据 《荀子·显学》篇称，儒、墨并为当世之 “显学”；而汉末魏晋以来，墨家及
其相关的刑名之学又一度盛行于世。刘勰援引墨学 “辩”术以擘肌分理、剖情析采，且将之作为
“辨骚”之利器，亦时风使然。

五、结语

《文心雕龙》是一部充满问题意识的文论巨著，《辨骚》之 “辨”，即从一个具体论题出发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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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方授楚 《墨学源流》第九章 《墨学之衰微》谓：“及汉武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义，其传授始绝也。”参见 《墨学源
流》，第２０９页。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页。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１０～１２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１４页。
《盐铁论·晁错第八》，《诸子集成》第８册，第９～１０页。
《墨学源流》，第２０８～２０９页。引文重点号为原书作者所加，兹照录。

北京大学历史系 《论衡》注释小组注：《论衡注释·薄葬篇》，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３０９～１３１２页。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１１，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５９页。
《晋书》卷９４，第２４３３～２４３４页。



这一特点。据上文考察，可知刘勰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与楚骚直接相关的问题：第一，楚骚华实
并茂、奇贞兼具，而后人在 “师范屈宋”、“效骚命篇”的过程中，多偏于 “追风入丽”、“沿波得奇”
一端，“遽蹑其迹”而徒得其表；故刘勰之 “辨骚”，意在针砭其弊，力挽 “竞今疏古”、“诡滥愈甚”
之讹势。第二，刘勰之 “辨骚”，又多方探析楚骚 “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特点之成因，博观圆照，
涉及楚骚与 “体宪三代”、“楚人多才”以及 “风杂于战国”等因素之关系，斟酌古今，纵横相参，
意在引导后人明辨楚骚渊源所自，作为执正驭奇、通变创新之轨则。第三，刘勰列举汉世评骚诸家
成说，认为 “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并施以 “折衷”之思，核论征言，援引 “四同四异”，破 “举
以方经”、“谓不合传”之 “前论”，辩驳有据，其论自立。此外，刘勰身处汉末魏晋子学一度复兴之
后，《文心雕龙》取资于先秦诸子 “飞辩”之术，而墨家辩学之传统，对 《辨骚》篇的影响尤为明
显。了解这一点，或有助于从中土固有思想资源的角度，阐释 《文心雕龙》思理精密、义贵圆通的
文评佳境之成因。

本文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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